
问题的提出〔楔子〕

四年版）、《中华民国美术史

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或绘画史，在近来也已有不少成

果，单篇的论文、画家个人传记、画家年表都有了一些积累。但

总体上的宏观系统研究还很不够。即如目前已有的《中国现代

绘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

年版），可以说是成系统的研究了。但前者川美术出版社

大抵缺乏一种史的立场，似乎把绘画史变成了绘画史评论，对

于许多基本的史实也多有阙失不载，很难作为一部真正的史

来进行使用；后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花了绝大精力，作为

且，由于用

一部史的体格完全确立，但于史观的观念把握则略有不够。并

万字篇幅论述整个近代美术包括绘画（中国画、

西洋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工艺、摄影，还有美术团体

这样，它很难就每个细部进行深入。对于诸如某一单项如

中国油画、中国版画、中国美术教育等，也难以进入更专门、更

有学术价值的探讨。作为整个史的研究而不是介绍，它仍然是

不无遗憾的。当然，这两部史仍然是有荜路蓝缕之功的。但一

旦普及近代美术史、绘画史的资料工作大体成格局之后，我们



年之间，我先后四渡扶桑讲学或出席年到

有理由期待着更深入也更细密的近代绘画史研究成果的出

现。

在

国际会议。最初抱着一个目的，是想重点对日本与中国的近代

书法交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随着资料积累的日益增多与

交流的日益频繁，我感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绘画交流中，存在

着许多国人还未知、或知之不详的珍贵史实。而这些史实与研

究的披露，将会改变我们目前对近代绘画史的既有看法。特别

是中国近代绘画中的“日本模式”的存在，无论在绘画创作、中

国画发展、油画的被引进、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展览会形式

的出现、美术教育的起步等方面，都已拥有无所不在的痕迹。

问题只是过去我们并未正视它的存在，或根本不知道有它的

存在而已。因此，在近代绘画史研究中着力揭示出这种“日本

模式”的存在与价值，不但对于重新揭示近代绘画史事实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使绘画史研究同步地跟上整个文化、

文学研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文学、文化上的“日本

模式”的存在，已是文化学家们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们的近

代绘画史研究却恰恰缺少了这一环。即如前举的两部“史”，其

实在这方面都还没有研究选择的敏感意识，自然也就不能指

望它们有集中的阐述了。

日本的古书店完全是一座座重要的活资料

年，我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在日本住了一年多。

课余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此之外，主要精力都用来跑各种图

书馆与旧书店

库。许多明治中期或本世纪初出版的资料书籍，即使在一般图

书馆中也早已难觅，但我正是在东京神田街、大阪梅田、京都

那几百家古书店中爬罗剔抉，逐渐收得的。这一年多时间在古



书店中的努力翻拣，即构成了这一系列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并且，利用在日本工作环境较为安静、社会应酬相对不多的机

会，搞出了一份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年表。它也成为本书研究

的主要立论依据。

是为本书研究的楔子，楔子既毕，请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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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绪三年，第一任公使

第一章

近代中日绘画交流的背景探讨

兼论近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日本模式”

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交流，应该只是中国

近代绘画史的一个分支。即如我们可以有近代中日交流，同样

也可以有中美、中法、中英等近代绘画史交流的研究课题。更

何况，中国清政府向外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去的就是美国，

时间是在

年（光

年（同治十一年），其中有詹天佑等近代著名人

士。它比中国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

年。而清廷第一次向国外派遣使节是在绪二十二年），要早

年（光绪元年），即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它与

中国向日本派遣外交使团的

为何如璋）相比，也要早两年。这就是说，清廷最早的外交侧重

是放在欧美而不是日本。至于中法交流，则近代大批画家到法

国去留学，也是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据此，也完全可以像近代

中日绘画交流课题的确立一样，同时也确立近代中法、中美绘

画交流的课题，并赋予它们以相同的地位与价值。那么反过来

说，也即是中日近代绘画交流史研究并不是个“特别”重要的

研究内容，它只是中国与海外绘画交流中的一个分项而已。

如果问题仅仅是如此，那么特别提出一个近代中日绘画



他们的维新冲动

京举子联合

年中日甲午海战。拥有亚洲最强大

交流的构想并指明它对近代中国绘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

用，便成了不符合实际的多此一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

是日本与中国外交关系的种种逆转，使日本在中国的文化（绘

画当然也包括在内）、政治舞台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

个转折的契机，即是

中国的士大夫们忽然发

的北洋舰队，又是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泱泱大国，

竟败在一个岛国日本手下。这使日本兴高采烈，也使中国的有

识之士陷入了痛苦的自省与沉思

而这

现，他们忽略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劲敌，他们也忽略了一种新的

成功典范：明治维新使一个本来不太起眼岛国走向富强。

年），这也给饱含一腔爱国热忱的士大夫

种维新的方式，正是中国有识之士苦苦寻觅了许久一直不得

要领的东西。加之，甲午海战后，日本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

省举人

们一个沉重的打击。《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一个月，康有为等在

人上书光绪皇帝，掀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公车上书”运动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而康

有为等人提出“维新”主张，主要即是依仿日本明治维新的。

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中国开始向日本派

遣留学生；

年，光

年，维新派在湖南设“时务学堂”，在上海创办

“大同译书局”，在北京成立“知耻学会”，在上海成立“女学

会”。至年底，工部主事康有为奏请皇帝变法救亡。

三个月后，慈禧太后绪皇帝宣布变法，在北京建京师大学堂。

年到

幽禁光绪，通缉康有为，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维新失败。从

年三年间，维新派们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投

身于政坛，但他们的心态是十分有趣的

是基于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沦亡，这决定了维新的目标是针



这种情况，在中国与其他国

对日本，以日本为敌国。但维新的方法却又是完全向日本学

习，即如办报、派留学生、办学堂、译书等，都是从日本学来的

具体做法，甚至连“维新”这个词都是得自于日本。

受敌国的欺辱后反而用

因此，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扭转了中国朝野的视线。没有战

争和战败，中国人还不会“知耻”。要知耻就要变法图强；要变

法就要寻找方法，于是讲“维新”

敌国的方法来富国强兵，这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

一个“怪圈”。但在当时，这样的“怪圈”却是完全合情理的。

它比去西方

戊戌维新失败了，但变法图强的思想却深深印人中国士

子们的脑海中。大批中国留学生渡海去日本

留学的规模更大、方式更随意，因此交流的渠道也更畅通，而

且曾获得官方有意的奖掖（我们在中日近代绘画交流史的美

术教育章中将会详细提及）。而大批中国的革命志士也去了日

本。许多政治家、文艺家也都曾有在日本生活、活动的经历，如

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梁启超、苏曼殊、陈

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我们不假思索即已举

出一大串这样的近代中国史上赫赫盛名的人物。他们往返于

中日之间，自然给中国固有文化带来了新鲜的气息。随着政治

上的变法图强要求与追慕“日本模式”，大批日语科学名词与

续

政治术语也进入中国并被广泛使用，比如“经济、“历史”、“手

、“场合”、“立场”、“见习”、“目的”、“番号”、“取消”、“强

调”、“权利”、“义务”、“取缔”、“不景气”、“派出所”、“伦理学”、

“居留地”⋯⋯原来都是日语词汇。这些日语词汇为中国所移

植，并逐渐融化为中国现代词语。

年代许

家的交往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再推演开去，则连《共产

党宣言》最早也是陈望道根据日文本译成中文的。



当今的交流方法加以比较

多革命文艺理论书籍，都是通过日译本再转译成中文的。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日本成了中国在清末民初富国强兵

的主要窗口，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无

与伦比的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攀援的。那么，作为文

化之一的美术和绘画，它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个社会文化潮流

之外。对它进行社会背景的考察，不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绘画

交流这一事实的认识层次，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近代绘

画 特别是中国画发展的研究，提出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以

往既有的研究模式。它对中日近代绘画交流史而言是绝对重

要的，对中国近代绘画史的自身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实的疏浚与在比较意义上加以研

究，可以而且必须寻找到一个可靠的背景来展开。它应该指向

两个维：一是立足于横向的对同一时期文学、书法、篆刻等的

综合考察并把它推向一个广阔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中去，以

此为背景来探讨绘画交流的现象与实质并对它作出评估，这

种背景探讨是很具有比较价值的。另一个，则是立足于纵向的

对绘画历史上中日交流史实的疏浚，并将古典的交流模式与

既有对承传事实的点化，又有

作平行比较的可能性。它们应该呈现出如下图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横向的比较：以社会政治和

文学艺术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流找到一个定位的方法。

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就无法为中日近代绘画交

亦即是说，我们就无法确定它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或者是具有什么意义。至少，没有这样

的比较，完全无法构成一种“史观”，自然也无法真正构建起一

种历史形态。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古典的封建

思想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到这时被清晰地打上了一个句号。

而新颖的思想、生活方式却在崛起。作为其基本动力，当然不

得不推到明治时代朝野一致对西洋文化的努力摄取的事实。

而作为其反面的作用，则原有的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单向学习

与承袭，也必然被舍去。这是个在理论上看来不无片面但在实



是很真诚地在帮助中国，但日本

甚嚣尘上，即可看作是取西方而舍弃东方的一种

东京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 、黄兴

际上却切实存在的基本事实，既无法回避也毋须回避。

时代那样，唯中国是从了。当时明治朝野舆论中，所谓的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中国并非都是持着友好热情的态

度的。由于日清战争，由于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忽然成了战败

国，当然也由于日本人忽然发现愚民政策下的清廷朝野竟有

那么多落后、愚昧、浑浑噩噩的官僚与百姓，对比日本的欣欣

向上、富国强兵的勇武精神，当然很难再盲目地像晁衡、空

海

“脱亚论”

代表思潮。从政治的纵横捭阖角度看，中国更可能是一个被利

用、被愚弄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被尊敬仰慕的对象。尽管当时有

许多著名政治家如犬养毅

政府的基本立场却是尽量资助中国革命党发动叛乱，以求在

内战中确保自身利益，因此朝三暮四、翻云覆雨之事甚多。比

的热情交如，既有犬养毅与孙中山

的事实。对往，也有为政治需要而暗杀张作霖

、柏原文太郎与梁启超

、出卖唐才常

、

政治而言，利用价值是第一位的。可以说，近代中国史上许多

重要史实，都与日本政府或明或暗的卷入有关。武昌起义

、张勋复辟

洲国成立

、张作霖被刺、溥仪出逃、伪满

⋯至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几乎可以说是自明

、袁世凯 、溥

治以来日本对中国采取无视、轻蔑、利用、侵略方针的一次大

、徐树铮、李鸿章总结。故而无论是张之洞

仪 、郑孝胥

、唐才常

这一班人马（他们基本上属于复旧势力），或是

以及鲁迅、郁达夫这一班风云人物

（他们大都倾向于推翻清廷、建立新的国家），对日本都无不抱

有一种茫然的心态。身处其中，眼看着朝秦暮楚的日本对中国

的态度和由此而剧烈震荡的中国政局，他们真是惶惑不已。在



年），而且在许多非

绘画领域中，如高剑父、傅抱石即是典型的人物。他们都曾得

益于在日本留学，并向日本学到了许多东西才有了自己的事

业与成就，但他们却又坚决地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高剑父在

年曾有《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傅抱石则不但有

《从中国美术的精神来看抗战必胜》

政治性的绘画史论文章中也明显贬低日本的价值。国家之间

的战争，对于政治家、艺术家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的氛围，

要。

要在其中有冷静的学术研究态度当然不易，事实上也并无必

年（昭和八年），日本曾由黑龙会出面刊行过《东亚先

觉志士记传》三册本，其中有许多日本浪人的行实与生平记

载，在日本是公开的史料，在中国却还鲜为人知。倘若有机会

一读，可以了解当时日中政治方面交往的种种内幕。日本政府

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企图和阴谋，又是怎样施展各种纵横捭阖

手段的，此书均有较详尽的记载。

友好

政治上的竭尽利用之能事，当然是基于中国清廷在当时

软弱愚昧因而被蔑视被嘲弄的认识之上。但很显然，这也不仅

仅只是日本一方面的问题。唐才常、孙中山利用日本，袁世凯、

张勋、溥仪也利用日本。他们也基本上是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

目的，并非是仅抱着一个单纯的中日友好的愿望而已。在与中

国其他派阀争斗时，日本又是个值得依靠的强梁。只是不幸的

是：他们自己又成了更大范围内的日本东亚政治的筹码。政治

上的利益交涉决定了不可能有真正友好内容的存在

只是一个抽象口号，而利益才是实质内容。倘若以此作为文化

交流，更具体而言是绘画交流的大背景，我们就能发现许多很

有趣的对比。

与政治上的尽量利用同时又不无轻蔑的政府立场相反，



厚、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即使是冈仓天心

民间的文化交流却具有某种“友好”、“真诚”的品格。我们可以

把近代中日绘画交流的情况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政府

或准官方面貌出现的绘画交流，例子很少，这些例子当然也是

受政府的影响，利用的目的多于互相启迪的目的；第二类是民

间的自发的绘画交流，在近代有着大量的事例，并且方式极为

自由而且坦诚。再细而言之，则在民间交流中也可能存在着两

种可能性：一类是以个人进行交流（这是民间的），但画家身份

却具有官方色彩的；另一类则是画家个人身份与交流方式均

是民间的，其间在交流目的、方式、态度等方面当然也会有差

别，但总的来说，则还是截然不同于官方交往。这并不是说，近

代中日绘画交流中每一项民间交流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毕竟

其中绝大多数是较有纯度的、不以利益为惟一目的的。无论是

早期的如日本南画家安田老山到上海拜胡公寿为师，或是

年代桥本关雪到上海，或反过来中国画家如高剑父、陈树人、

陈师曾、金拱北、傅抱石等的赴日本，其间的艺术学习目的极

为纯正，既没有先期的鄙视也没有后来的盲目贬斥。倘若不以

绘画为限，则在书法上还有杨守敬、日本的中林梧竹、山本竟

山、北方心泉、冈千仞、宫岛咏士、水野疏梅等的往来于中日。

细细考察其间的交流往还，大抵是一种十分和谐的气氛：虚心

求教与诲人不倦，不耻下问与礼贤下士，是那么融洽地被编织

在中日书法家之间的交流过程中。在这方面，只要多读读杨守

敬与日下部鸣鹤、宫岛栗香与黄遵宪、山本竟山与吴昌硕、杨

守敬的笔谈资料，即能很深刻地感受到。日本人士赴华向中国

大书画家求教，是基于虔诚地学习中国艺术精髓，向往文化深

这样的很带有浓

郁官方色彩的人物，他到中国来考察艺术，也还是具有一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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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俞曲园

等

对的敬佩感。比起他对西方艺术那种自傲自得来，似乎也还是

、外交官竹添井井

大有差别的。不但文人如此，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些著名人

、实业家岸物，如真正的政治家副岛苍海

、宗教家北方心泉田吟香 ⋯大都对中国文化抱有一种先

天的热情与仰慕。竹添井井为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却与一介儒

交往甚厚；岸田吟香在上海开“精锜水”眼药店遂

成暴富，却把历来日本汉诗名作拿来请俞曲园编选；北方心泉

赴华的本来任务是布教，宣传东本愿寺的地位与威力，但却与

中国书画家们如徐三庚、胡公寿、胡铁梅等交往密切⋯⋯这些

都不是偶然的，其中包含的内容极为复杂。但有一点却毫无疑

问：中国古典文化的存在是个伟大的存在，正因为有了它，才

有了这些殊途同归的事实。

没有这样的风气，也

中国情况如此，反观日本也不出其外。虽然明治维新使大

批政治家的目光转向西方文明而对中国这个日本文化的源头

不感兴趣，但我们仍能看到日本朝野还保存着相当浓烈的仰

慕中国文化的热情。即使是政府大员、维新功臣，在制定国策

上唯利是图，但在自己的书斋寓所中挂一幅文人画（南画）或

一轴书法，却仍然是极为流行的风气

、王冶梅

不会有明治初年南画大泛滥的局面出现。清国公使馆自何如

璋、黄遵宪至黎庶昌、杨守敬，当然还有王治本

即是一个好例。公

随员，在东京都能倡起极为出色的活动。明治初年清国公使馆

邀集日本各界人士的定期诗会“红叶会

使馆不去从事政治、外交的公务，却大办诗会吟风弄月，一方

面表明中国当时还是以科举出身的文人士大夫来充任国交，

显然在国家体制上缺乏专业意识，但另一方面，则吟风弄月、

刻红描翠的文人在日本这样的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特殊国



大谈古诗，大谈《红楼梦》与

度中，以诗歌唱酬来推行国交，却又不能不看作是一项聪明之

举，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中，强权与实力大抵无用武之地，而文

化积累的浓厚，却足以占尽外交之先。

有非

黄遵宪的《日本纪事诗》，是以诗介绍日本的杰出之作。杨

守敬在日本书坛大刮“北碑”风，却又对当时已不为人所重视

的汉籍古书大批收求，并与日本书籍版本专家森立之

常具体的笔谈资料。王治本虽为使馆一介随员，但却能随黄遵

宪一起，与日本的大河内辉声

的关系，这样的文化交往绝非一二。大河内辉声《源氏物语

是贵族，是明治以前的藩主和明治维新的功臣。他不采用政治

式的既利用又排斥、既侵略又蔑视的种种手段，却在文化上与

中国学者进行平等交流，自发地寻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启

示，这正是当时中日两国交流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从现实上

看，清国是战败国，是贫穷且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时代，

它之任人宰割是毋庸置疑的，不但日本如此，西方列强也是如

此。但从文化上看，中国却又是老大，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

国度。日本不同于西方，它与中国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的纽带，

中国文化意识早已被深深渗透在日本人民的言行举止和各种

行为准则之中。因此不管有什么风云变幻，日本人民对中国仍

然在文化上抱有一种亲和感，即使在拼命汲取西洋文明时，其

暗在的潜流也仍然是运行不息。政治是现实的、利益主义的，

而文化则是长久积淀的、被孕育在人的生活与社会之中的。日

本在明治时代对中国的态度竟会产生如此矛盾对立的截然不

同现象，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政治上富国强兵方针与利益主义倾向使日本政府对中国

的态度令人十分厌恶。而民间文化人对中国的那种亲近、诚



应该有另一个纵剖面的存在

恳、坦率还有景仰羡慕的态度，却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也许

西方人不会有这种不一致。但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的长久粘

连，早在日本人民心中埋下了很深的友好意识与学习意识。自

然，如果我们把明治时代作为一个横截面来对待，那么也许还

自江户（清初）以来对中国文

化的追随，到明治时代并未被全部切断，它仍然被或明或暗地

延续着。这样，对明治、大正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可划出如下一

个变迁对照的表例：

从政治上看，自日清战争和明治维新以后，这在中日交往

史上是一个突变；而从文化上看，其表层由于社会、意识形态

的变革而引起的震荡也是巨大的，但从深层看，则自江户以来

直到明治大正，仍然有一个选择、延续的过程存在。这种延续，

西方对中国不会有，因为西方没有这样的对华交流上千年的

传统，当然也就决定了西方人不会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与文

化、官方与民间之间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这就是日本独特的文

化背景在起作用。但反过来，这样的突变，不到明治维新、富国



出席对罗振玉的送别会

、明

强兵的时代也不会有。走向近代化的思想一变，其他就不得不

变。弱肉强食是国家至上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交往方式的基

准，过去日本追随中国，即使有过战争如元军进攻日本

，但都未形成这种突变。而只是到了明军在朝鲜与日本对抗

治时代，由于整个思想体系倾向于西方以便跻身世界列强，日

本才得以顺利完成这种种突变。这又是时代的独特背景在起

作用。有此两项认识，我们对绘画在近代中日历史上的种种事

实，不会因其种种矛盾而产生太大的困惑。

犬养毅是个十分典型的人物。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支持过

孙中山的革命党反叛清廷；另一方面，他在文化上又与清朝遗

老罗振玉 交往甚深。犬养毅以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而成为

总理大臣，援助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而同时他又

，

，对罗振玉作为一代知识渊博的学

术巨匠（背后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表示由衷的仰慕。在我们

看来，孙中山与罗振玉，这是两个无论如何也放不到一起去的

人物。但以犬养毅的特定身份，又以日本明治以降政治（官

方）与文化（民间）交流分道扬镳的事实来作为参照，则此中的

情形却又是可以理解的了：作为首相，作为“政友会”总裁

作为第一流的政治家，他是维新派宪政派，所以他支持孙中

山；而作为文人学者，他却又是传统派，所以他结交罗振玉。从

犬养毅身上，不正可以看出明治以来日中文化交流的一个侧

面形态吗？

再来看文学艺术范围内的情形。

绘画的存在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是置身于一个整体

的文学艺术结构中的。因此，如果绘画的中日交流有较明显的

变更与转换，它一定会在整个文学艺术结构中或明或暗地找



到逻辑上的呼应。处在同一个大背景下，它们应该有着相近的

转换可能性。

文化交流中的内容十分丰富，那么以绘画特别是以中国

画为本位，则政治、社会等大关系固然是绘画交流的“大背

景”，而绘画以外的文艺活动如文学、书法、雕塑甚至戏剧等，

应该是绘画交流的“小背景”。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文化的基盘，

使绘画交流能有所依托并形成一个呼应的气氛。考察绘画交

流的文化背景，这部分工作当然不可欠缺。或者更进而论之，

如果我们以中国画交流为更精确的考察目标，那么一般意义

上的绘画交流，比如油画方面的移植与交流，又比如各种漫

画、版画、插图等的交流，当然也可作为背景来研究。不过，我

们主要还是希望考察文学艺术方面的大背景。因为它与中国

画交流有直接的逻辑因果关系。

在绘画、书法、文学这些属于传统艺术范围的近代中日两

国交流格局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分流状态。书法是一种类

型，作为传统方式的日本向中国学习，仍然是近代中日交流的

主要倾向。无论是杨守敬赴日，还是日本书家中林梧竹、日下

部鸣鹤、山本竟山、宫岛咏士、水野疏梅的赴华向吴昌硕、徐三

庚、张裕钊拜师学艺，大抵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而并未见有中

国书法家赴日学习日本书法的情况。因此，这也还是一种单向

的、与古代日本书法家同一态度与立场的做法。这样的倾向在

文学与绘画中也并不鲜见。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会导致岸田吟

香不找本国人编本国诗选，却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找一个不

懂日语的俞曲园作去取裁决。不用长久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的观念来解释，只怕是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说明的。当然，最

典型的例子还有：日本人秋山白严赴中国，向中国篆刻家徐三



植到中国的。三国时曹丕

庚学印，归国以前，向徐三庚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要老

师为他手写一张文人风格的“毕业文凭”，古意盎然，骈骊工

整，显然也是出于同一理由。若不然，徐三庚手书的一纸“毕业

文凭”，在明治时代任何一级官府和学校总监中都不具有效

应，但只要翰墨中人认可它的权威性，就值得一做。三井财团

出巨资指示在上海的分支机构花大力气购买古拓本；中村不

折是一个油画家，却在中国大批收购古董，还成立了一个“书

道博物馆”；宫岛咏士随张裕钊东西奔波长达八年；水野疏梅

只凭杨守敬为他撰的《学书迩言》即在日本一跃成名；还有山

本竟山，以与杨守敬、吴昌硕、俞樾的关系成为大正时代日本

书坛的主要角色⋯⋯种种都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仍

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文学是一个复合的存在。如果说，在古典文学领域中，

我们仍不难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一以贯之的热情，那么在现代

文学领域中，恐怕更多的倒是中国现代文学家对日本的吸收：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较早移植了西洋文学，而这一优势，曾使

无数中国青年留学生为之倾倒与着迷，比如森鸥外、夏目漱

石、谷崎润一郎⋯⋯都曾经是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十分熟悉

的人物。不仅如此，提倡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陈独秀，正

是曾在日本驻足过的人物。至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当然更

是近代中日文坛上的双栖明星。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在作

为一种门类概念的“文学”这一词汇，其实最早也是从日本移

手下有“文学”，但那是一种职官名。

而在戊戌维新之时，康有为著《日本变政考》，介绍日本东京大

学的学制与学科以要求光绪皇帝废科举办学堂，在他的《日本

变政考》中第一次出现了作为门类概念的“文学”一词。此后，


